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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基于集聚租金的视角重新探讨了高铁建设对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内在机制。首先，将中国高铁开通视为准自然实验，利用 285 个地级市 2007—
2016 年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铁的开通积极地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借助构建最小生

成树作为工具变量排除了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其次，引入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以

及市场一体化指标作为集聚租金的替代变量，发现高铁开通直接提高城市交通便利度，继而提高市

场准入，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最终增加了集聚租金，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在高铁沿线城市的集聚。
最后，高铁开通对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着极大的助推效果，而对于原本就具备趋近完善的交

通基础设施的特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来说，交通可达度所带来的集聚效果一般。此外，当高铁站与城

市中心之间的距离超过 30 公里时，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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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全球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世界各国高速铁路建设进入了一

个飞速发展的阶段［1］。近年来，中国高铁建设进程也明显加快。2008 年，京津城际高铁开通，这是

中国开通的第一条高速铁路。2013 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拥有高速铁路里程最长、计划和在建高铁规

模最大的国家。截至 2016 年，中国“八横八纵”的高铁网络格局已基本形成。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

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7 年底，中国铁路网络营业总里程突破 12 万公里，其中高铁营运里程突破 2． 5
万公里，中国高铁营运里程约占世界高铁营运里程总量的 66． 3%，遥遥领先其他国家。预计到 2020
年，中国将基本建成重要城市群城际铁路网，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3 万公里，覆盖 80%以上的大

城市①。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本国的交通基础设施，而且对本国制造业，尤

其是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高铁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改变了产业的空间分布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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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这种影响被新经济地理学定义为“分布效应”［1 － 2］。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交通基础设施对产业空

间分布的影响取决于三种效应，即本地市场效应、生活成本效应以及市场竞争效应。在不完全竞争

框架下，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的产业受到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拉力作用，交通基础设

施改善带来的运输成本降低会以循环累积的方式强化该产业在本地的集聚趋势，最终形成核心 － 边

缘式的空间结构。而在此过程中，规模报酬递增产业还受到市场竞争效应的推力作用，愈加完善的

交通基础设施又将导致技术、知识、资金、劳动力流向边缘区的成本不断降低，从而弱化了该产业的

集聚趋势。
综上所述，结合现阶段中国高速铁路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极大地完善了国内交通网络这

一基本事实，本文将高铁开通视为一件大事，并将其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探究高铁开通对生产性服

务业集聚的影响效果。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集聚租金的视角进一步考察集聚租金与生产性服务业

集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对行业、地区和高铁选址的异质性进行拓展分析。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

究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 其一，本文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探究高铁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的影响机制，以期重新解释现阶段中国的产业集聚和转移现象; 其二，借鉴 Faber［3］在研究高速公

路对产业集聚的影响中工具变量的选用逻辑，本文为高铁构建了基于地理信息的最小生成树( Least
Cost Path Spanning Tree Networks) 工具变量，以减少高铁建设过程中的非随机性问题; 其三，引入集聚

租金视角，本文将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以及市场一体化指标作为集聚租金的替代变量，利用门槛模

型考察高铁建设引致的集聚租金变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的非线性特征。
二、高铁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理论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运输成本是影响产业在空间上集聚的关键因素之一［4 － 7］。本文将基于新经

济地理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中国高速铁路加快发展的事实，探究高铁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的影响机理，并尝试从集聚租金的角度重新解释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出现的产业集聚和转移

现象。
( 一) 理论模型构建与均衡条件分析

生产性服务业兼具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重特性②，本文借鉴新经济地理学关于运输成本的内涵，

将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服务或信息的交易成本概括为影响服务贸易的全部因素的总和。新经济地理

学中的运输成本采用了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技术，即物品在运输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损耗。
因此，本文借鉴一些学者的做法［8 － 9］，将生产性服务业在两城市间的交易成本定义为: ! ij = eKDij /ＲijT。
其中，K 表示传递信息或提供服务的复杂程度，Dij表示任意两城市间的空间距离，Ｒij表示两城市间的

高铁网络密集度，T 表示本地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进一步地，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关于交

易成本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贸易自由度而展开的。因此，本文又将交易成本

转化为贸易自由度，具体公式为: ij =! 1 － σ
ij 。

接下来，本文借鉴本地溢出模型( LS 模型) 的基本思路，通过严密的数理模型推导③得到均衡解。
当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同时满足长期均衡条件和区域均衡条件时，模型存在三个内部均衡

解，即:

Si
K = S

i
E =

1
2 ; Si

K =
1
2 ± 1

2
( 1 + η) ( 1 + η － 2T)
( 1 － η) ( 1 － η － 2T槡 )

( 1)

其中，T = 2ρ( 1 － η)
LI［－ 2 + η( 1 + 2) ］

，Si
K 表示 i 城市的企业份额，Si

E 表示 i 城市的支出份额。已知

Si
K［0，1］，则上述三个内部均衡解均成立的必要条件为: B ＜  ＜ S。换言之，贸易自由度  应处于

对称均衡的突破点 B 和持续点 S 这两个取值范围内④，此时生产性服务业在两城市间的空间布局

是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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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稳定状态与贸易自由度  有关，即贸易自由

度越大，生产性服务业越倾向于集聚。具体来说，当  低于 B 值时，生产性服务业在两地是对称分

布的，且对称结构处于长期稳定状态; 当  高于 S 值时，生产性服务业在某一地区集聚，此时核心 －
边缘结构处于长期均衡状态; 当  处于 B 和 S 之间时，生产性服务业的对称结构与核心 － 边缘结

构都是局部稳定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偶然的外部冲击将会导致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发生变

化，或进一步集聚，或开始分散。进一步地，根据已知条件 ij = ! 1 － σ
ij ，求一阶导数可得  / ! = ( 1 －

σ) ! － σ ＞ 0( 其中 σ ＞ 1) 。这说明交易成本降低将导致贸易自由度提高，因此，交易成本降低将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 二) 高铁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机制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高铁建设所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将促进高铁沿线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在空

间上集聚与演化，而在循环累积因果机制的作用下，区位的集聚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将不断凸显，导

致高铁沿线城市的集聚租金发生变化，带动劳动力、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之间流动，从而形

成并强化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趋势［1］。
首先，高铁建设会产生投资关联效应。高铁建设本身作为一种需要大规模投资的基建项目，在

建设过程中会增加对周边产品及相关服务的需求，也会吸引与之配套、关联的生产性服务业在本地

集聚［10 － 11］。其次，高铁建设会产生成本节约效应，提高城市间的交通可达度。高铁建设形成网络

化、高密度的交通空间布局结构，一方面直接提高了各城市间的交通便利性，降低了城市间商品与要

素流通的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12 － 13］，另一方面增强了人口流动性，从而使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高素

质人才集聚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核心区，进一步强化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趋势。最后，高铁建

设的网络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城市间、区域间的市场分割和行政壁垒，将不同城市、城市群的

经济活动连成一个整体。诸如高铁等大规模的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将不同区域的市场连接起

来，提高市场准入，达到区域一体化的效果，从而扩大企业的潜在市场规模。此外，高铁建设使得城

市以及城市群的边界不断向外延伸，打破了信息技术、知识溢出、创新思想在各区域间传播的局限

性，因此提高了生产性服务业在高铁沿线城市集聚的可能性［14 － 15］。
为此，本文做出如下判断: 第一，高铁开通有利于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第二，通过影响交通可

达度水平、市场准入、市场一体化程度等方面，高铁建设促使沿线城市的集聚租金增加，从而强化了

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趋势。
三、实证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 一) 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的第一个识别策略是在中国各城市之间考虑一个准自然实验，建设高铁的城市为实验组，

没有建设高铁的城市为对照组。这项实验是一项外生政策，观察的城市样本是随机选择的。高铁建

设的时间和地区不同，为双重差分( DID) 分析提供了机会，本文 DID 模型构建如下:

LQijt = α1HSＲit + α2CITYit + α3COMPjt + fj + fi + ft + εijt ( 2)

其中，LQijt是 i 城市 j 行业在第 t 年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测量值。HSＲit表示第 t 年 i 城市的高铁

建设状态，即: 如果 i 城市是建设高铁的城市，则 HSＲit = 1; 如果 i 城市是没有建设高铁的城市，则
HSＲit = 0。CITYit和 COMPjt分别代表城市层面和行业层面的控制因素，包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

资本、公共服务水平、行业规模、行业创新水平和生产率水平。fj 是行业固定效应，捕捉 i 城市 j 行业

的所有不随时间变化的特征，如地理特征、气候条件、自然禀赋等因素对行业的影响; fi 是城市固定

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城市特征因素; ft 是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时间维度的宏观经济冲击。
εijt则为误差项。

接下来本文考察高铁建设引致的集聚租金变化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而集聚租金( A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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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以交通可达度( TA) 、市场准入( MA) 以及市场一体化指标( INT) 作为代理变量，因此，可将模型

设定为:

LQijt = β1TAijt + β2CITYit + β2COMPjt + fj + fi + ft + εijt ( 3)

LQijt = β1MAijt + β2CITYit + β2COMPjt + fj + fi + ft + εijt ( 4)

LQijt = β1 INTijt + β2CITYit + β2COMPjt + fj + fi + ft + εijt ( 5)

其中，TAijt表示 i 城市 j 行业在第 t 年的交通可达度，MAijt表示 i 城市 j 行业在第 t 年的市场准入，

INTijt表示 i 城市 j 行业在第 t 年的市场一体化程度。
接下来我们考察高铁引致的集聚租金变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的非线性特征，本文将采用

Hansen［16］提出的阈值回归模型理论来实现研究目的。近年来，面板阈值模型被广泛使用［17 － 19］，与

Hajamini and Falahi［20］构建的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模型相比，阈值模型可以得出更让人满意的结果。
本文基本模型构建如下:

yijt = μij + λ1xijt I( qijt≤γ1 ) + λ2xijt I( qijt ＞ γ2 ) + εijt ( 6)

式中 i、j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行业和时间; yijt和 xijt分别表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μij为个体效

应; εijt为随机干扰项，εijt ～ iidN( 0，σ2 ) ; λ1 和 λ2 为回归系数; qijt代表阈值变量，并且 I( ·) 为示性函

数，如果 qijt≤0，那么 I = 1，否则 I = 0。
城市是否建设高铁对该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探究高铁建设与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的关系，以及高铁建设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的阈值特性，本文构造

了一个基于 Hansen 面板阈值模型的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在该模型中，我们将交通可达度( TA) 、市
场准入( MA) 以及市场一体化指标( INT) 作为阈值变量，i、j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行业和时间，考察在

不同的城市、行业和时间内高铁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体描述如式( 7) 至式( 9) 所示:

LQijt = μij + λ1HSＲijt － 1 I( TAijt≤γ1 ) + λ2HSＲijt － 1 I( γ1 ＜ TAijt≤γ2 )

+… + λn + 1HSＲijt － 1 I( TAijt ＞ γn ) + εijt ( 7)

LQijt = μij + λ1HSＲijt － 1 I( MAijt≤γ1 ) + λ2HSＲijt － 1 I( γ1 ＜MAijt≤γ2 )

+… + λn + 1HSＲijt － 1 I( MAijt ＞ γn ) + εijt ( 8)

LQijt = μij + λ1HSＲijt － 1 I( INTijt≤γ1 ) + λ2HSＲijt － 1 I( γ1 ＜ INTijt≤γ2 )

+… + λn + 1HSＲijt － 1 I( INTijt ＞ γn ) + εijt ( 9)

( 二) 变量选择

式( 2) 至式( 9) 中的变量可分为如下三类⑤ :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 LQ) 。参考顾乃华［21］、刘奕［22］等大多数学者的研究，

本文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

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五大行业代表生产性服务业。现有文献中，区位熵被广泛应用于部门

产业集聚和专业化程度的测算，具有计算简单、数据易获取等优点，其计算公式为 LQij = Sij /Xi，其中，

Sij表示 i 城市 j 行业的总产值占全国 j 行业总产值的比重，Xi 表示 i 城市总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比

重。当 LQ 系数值小于 1 时，意味着 i 城市 j 行业的专业化水平较低; 当 LQ 系数值等于 1 时，意味着 i
城市 j 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一般; 当 LQ 系数值大于 1 时，意味着 i 城市 j 行业的专业化水平较高，产业

集聚程度也较高，存在较大的产业集群可能性。
2． 关键解释变量

集聚租金是集聚效应的体现，是产业集聚产生的动因。集聚租金的主要形式有: 地理租金、组织

租金和产业租金［23］，所以，本文将集聚租金( AＲ) 分别用交通可达度( TA) 、市场准入( MA) 以及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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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指标( INT) 来衡量。首先，交通可达度( TA) 的测算借鉴李红昌等［24］的研究方法: TA = 1
2 ×

( MD + BD) ，其中，MD 表示交通密度指数，由公路密度、铁路密度及通航河流密度三个指标加权平均

得到，BD 表示交通便捷程度指数，由离公路距离、离铁路距离、离城市中心距离、离机场距离和离码

头距离五个指标加权平均得到。其次，市场准入( MA) 的测算参考 Lin［25］的方法: MAk = ∑
N

j = 1
! － θ

kj XjTj，

其中，! kj表示两城市之间的交通成本矩阵，Xj 表示城市 j 从其他城市获取劳动力的成本，Tj 表示城市 j
的生产技术参数。最后，市场一体化指标( INT) 通过价格法衡量，商品价格指数越高，商品价格差异

越大，市场分割程度也就越大［26］，所以本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衡量市场一体化程度。
3． 控制变量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 1)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GDP) 。本文用各区域统计年鉴中的 GDP 衡量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 2) 城市人力资本( HC) 。本文借鉴程广帅和胡锦锈［27］的方法，用高等学校在校

学生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代表人力资本水平。( 3) 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GOV) 。本文根据多数学者

的做法［28 － 29］，将城市公共服务分为基础教育、医疗服务、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和城市文化五个方面，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 1) 行业规模( SCALE) 。本文从职工人数、年末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产

量四个方面综合衡量行业规模。( 2) 行业创新水平( ＲD) 。本文通过企业研发投入数量来衡量行业

创新水平。( 3) 生产率水平( TFP) 。本文借鉴张璇等［30］的方法，选择 OP 法计算 TFP 的值。
( 三)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选择 285 个地级市 2007—2016 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省际样本的选择上，由于西藏

自治区的数据缺失较多，去除西藏的数据，本文最终选取了 285 个城市作为省际样本。此外，本文的

数据来源渠道多样: 中国高铁数据来源于《中国铁道年鉴》、中国铁路总公司网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铁路管理局等的文本信息资料; 矢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地理空间数据云 － DEM 数字高程数据、
中国行政区划矢量图，以及 2007—2016 年历年中国交通地图册; 区域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和中国各区域的统计年鉴，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不同部门的就业人数、工资水平、主营

业务收入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等，部分年份的缺失值由《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进行补充，其

中涉及工业产出、公路、铁路等内容。此外，企业研发投入数据来源于企业年度报表。本文数据处理

借鉴张明志等［31］的方法，利用 Arcgis 10． 5 计算离城市中心最近的高铁站的距离，并基于地理信息计

算最小生成树作为高铁的工具变量。
四、实证结果分析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考虑到本文所建立的模型是双重差分模型( DID) ，对其进行系统评估最常用且最有效的方法是

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本文模型充分使用了样本周期内所有城市的数据，并且通过采用普通最小

二乘法得出相应的估算结果，如表 1 所示。第( 1) 列至第( 4) 列未加入控制变量，并依次加入时间固

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为了检验推导结果的一致性和合理性，第( 5) 列至第( 8) 列

分别在第( 1 ) 列至第( 4 ) 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 GDP ) 、城市人力资本

( HC) 、城市公共服务水平( GOV) 、行业规模( SCALE) 、行业创新水平( ＲD) 、生产率水平( TFP) 。
观察表( 1) 我们可以发现，HSＲ 是核心解释变量，其 OLS 估计量一直以来都处于相当重要的位

置，且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结果表明，HSＲ 对 LQ 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这意味着高铁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高铁极大地提高了站点附近服务业的规模与

集聚速度［31］。据测算，高铁引致的空间效应每提高 1%，高铁沿线城市服务业就业密度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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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 ～ 0． 4%［32］。对于控制变量来说，其系数与理论预期值是基本保持吻合的。而且在加入控制

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发生改变，比如在时间、行业和城市全部固定后，第( 4 ) 列 HSＲ
的系数为 0． 122 5，第( 8) 列的 HSＲ 系数为 0． 124 0，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模型设定合理。在控

制变量中，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GDP) 、行业创新水平( ＲD) 和生产率水平( TFP)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说明 GDP、ＲD 和 TFP 对 LQ 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城市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载体，城市中完善

的交通基础设施会带来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汇聚，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提供了人力、资
金、技术等要素支持，较高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创新水平和生产率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具有支撑作用。

表 1 高铁影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基准回归结果

未加入控制变量 加入控制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HSＲ 0． 030 2＊＊＊ 0． 051 1＊＊＊ 0． 154 2＊＊ 0． 122 5＊＊＊ 0． 034 7＊＊＊ 0． 058 6＊＊＊ 0． 158 9＊＊＊ 0． 124 0＊＊＊

( 3． 44) ( 3． 80) ( 2． 14) ( 3． 53) ( 3． 63) ( 3． 49) ( 4． 07) ( 3． 99)

GDP 0． 064 1＊＊＊ 0． 062 6＊＊＊ 0． 067 3＊＊＊ 0． 111 7＊＊＊

( 3． 78) ( 4． 24) ( 3． 81) ( 4． 36)

HC 0． 012 0 0． 031 7 0． 034 9 0． 091 2
( 1． 34) ( 0． 59) ( 0． 82) ( 0． 77)

GOV 0． 019 4 0． 023 1 0． 025 7 0． 072 0
( 1． 34) ( 0． 86) ( 1． 19) ( 0． 76)

SCALE 0． 023 8 0． 036 8 0． 093 1 0． 124 3
( 1． 33) ( 1． 19) ( 1． 25) ( 1． 44)

ＲD 0． 002 2＊＊ 0． 004 1＊＊ 0． 034 8＊＊ 0． 070 1＊＊

( 2． 30) ( 2． 16) ( 2． 23) ( 2． 06)

TFP 0． 090 3＊＊＊ 0． 137 7＊＊＊ 0． 164 2＊＊＊ 0． 191 8＊＊＊

( 3． 01) ( 3． 58) ( 3． 25) ( 4． 18)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是 否 否 否 是

观测值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Ｒ2 0． 240 2 0． 419 1 0． 626 2 0． 773 3 0． 327 4 0． 474 3 0． 735 2 0． 780 5

注: 括号里是稳健聚类的 t 值;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 二) 内生性问题处理

考虑到测量误差或者遗漏变量可能会引致内生性问题，为保证本文检验结果的无偏性和有效

性，本节借鉴 Ｒedding and Turner［33］的观点，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本文关键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进行

控制。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借鉴 Faber［3］的做法，构建最小生成树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

题。生成树是在给定的一张无向图上，子图中任意两顶点相互连通形成的树结构，其中连接边权重

之和最小的树结构即为最小生成树。本研究利用 Arcgis 10． 5 计算离城市中心最近的高铁站的距离，

基于地理信息计算最小生成树作为高铁的工具变量，识别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影响的因果

关系，并使用 2SLS 估计原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2。表 2 中的列( 1) 和列( 2) 是两阶段回归的估计结

果，列( 3) 和列( 4) 是以工具变量为解释变量回归的估计结果，列( 5) 和列( 6) 是对工具变量进行一阶

段回归的估计结果。从表 2 中可以看出，第一阶段，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值大于相关工具变量

一阶段的经验值 10［34］，由此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表明本文设定的工具变量是可识别的。进一

步地，本文所关注的关键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1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高铁开通有助于生

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这一结论。控制变量系数与理论预期值是基本保持吻合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与

表 1 结果保持一致，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GDP) 、行业规模( SCALE) 和生产率水平( TFP) 的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因此，足以证明上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在统计上不存在内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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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两阶段回归 以工具变量为自变量 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

( 1) ( 2) ( 3) ( 4) ( 5) ( 6)

HSＲ 0． 635 8＊＊＊ 0． 616 2＊＊＊

( 3． 96) ( 3． 75)
IV( 最小生成树) － 0． 075 8＊＊＊ － 0． 116 2＊＊＊ 0． 190 2＊＊＊ 0． 327 5＊＊＊

( － 3． 63) ( － 3． 87) ( 3． 52) ( 3． 30)
GDP 0． 113 9＊＊＊ 0． 097 3＊＊＊ 0． 117 0＊＊＊

( 3． 46) ( 3． 91) ( 3． 10)
HC 0． 097 2 0． 054 3 0． 092 2

( 1． 30) ( 1． 22) ( 0． 88)
GOV 0． 071 8 0． 072 3 0． 074 0

( 0． 95) ( 1． 32) ( 1． 18)
SCALE 0． 124 3＊＊ 0． 114 6＊＊ 0． 128 5＊＊

( 2． 22) ( 2． 15) ( 2． 11)
ＲD 0． 067 9 0． 077 0 0． 072 9

( 1． 36) ( 1． 04) ( 1． 41)
TFP 0． 190 8＊＊＊ 0． 194 0＊＊＊ 0． 196 3＊＊＊

( 3． 98) ( 3． 86) ( 3． 54)

观测值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Ｒ2 0． 449 4 0． 571 4 0． 671 5 0． 734 9
Kleibergen-Paap F statistic 18． 536 4 18． 941 0

注: 括号里是 t 值;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保证评价方法和指标选择对评价结果保持较一致和稳定的解

释，本文通过替换相关指标、安慰剂检验以及更换样本数据的方法进行重复实验，来观察实证结果是

否随着模型设计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并通过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重新考察高铁建设与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估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列( 1) 和列( 2) 为将集聚度 LQ 替换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 Si

⑥的回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集聚度指标替换 生产率替代指标 安慰剂检验 独立样本检验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HSＲ 0． 046 3＊＊＊ 0． 060 6＊＊＊ 0． 044 3＊＊＊ 0． 100 9＊＊＊ 0． 042 1＊＊＊ 0． 088 9＊＊＊ 0． 052 8＊＊＊ 0． 116 4＊＊＊

( 4． 01) ( 3． 48) ( 3． 37) ( 3． 17) ( 3． 38) ( 3． 53) ( 3． 72) ( 3． 80)
GDP 0． 024 5 0． 017 4＊＊＊ 0． 022 9 0． 016 4 0． 024 5 0． 030 1 0． 060 3 0． 068 1

( 0． 92) ( 3． 92) ( 1． 30) ( 0． 64) ( 1． 48) ( 1． 25) ( 0． 89) ( 1． 08)
HC 0． 011 8 0． 057 4 0． 014 2 0． 010 5 0． 017 4＊＊ 0． 048 0＊＊ 0． 078 3 0． 072 2

( 1． 43) ( 1． 14) ( 0． 86) ( 0． 60) ( 2． 13) ( 2． 02) ( 0． 94) ( 1． 11)
GOV 0． 061 0 0． 072 1 0． 069 0 0． 067 3 0． 068 6 0． 050 3 0． 010 9* 0． 015 1*

( 1． 32) ( 1． 08) ( 0． 85) ( 0． 72) ( 1． 21) ( 1． 37) ( 1． 84) ( 1． 72)
SCALE 0． 031 9 0． 028 0 0． 039 8 0． 032 8 0． 034 9 0． 069 5 0． 035 5 0． 035 7

( 1． 22) ( 0． 93) ( 0． 80) ( 1． 47) ( 0． 88) ( 1． 29) ( 1． 44) ( 1． 50)
ＲD 0． 057 8＊＊ 0． 073 3＊＊ 0． 051 9＊＊ 0． 058 1＊＊ 0． 057 3 0． 078 3 0． 036 2＊＊＊ 0． 040 9＊＊＊

( 2． 28) ( 2． 04) ( 2． 20) ( 1． 97) ( 1． 10) ( 1． 21) ( 3． 37) ( 4． 18)
TFP 0． 099 4* 0． 120 5* 0． 098 4＊＊ 0． 138 9＊＊ 0． 094 1* 0． 085 6* 0． 049 9 0． 067 3

( 1． 79) ( 1． 98) ( 2． 23) ( 2． 18) ( 1． 80) ( 1． 84) ( 0． 64) ( 0． 99)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2 850
Ｒ2 0． 557 8 0． 780 9 0． 535 9 0． 708 8 0． 627 9 0． 725 2 0． 505 8 0． 771 8

注: 括号里是 t 值;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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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果; 列( 3 ) 和列 ( 4 ) 为参考张杰［36］ 的做法，将生产率水平 ( TFP ) 替换为劳动生产率 ( labor
productivity) 的检验结果; 列( 5) 和列( 6) 是使用“计划修建高铁指标”作安慰剂检验的回归结果; 列

( 7) 和列( 8) 是更换样本数据作独立样本检验的回归结果。
观察表 3 可以发现，对表中核心解释变量 HSＲ 使用不同方法估计的结果与表 1 基本一致，均显

著为正，验证了高铁开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的正向关系。此外，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与表 1 也基本一致，此处不再赘述。在上述四种处理方式下，无论是核心解释变量 HSＲ，还是控制变

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GDP) 、行业创新水平( ＲD) 和生产率水平( TFP) 等，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

均基本一致，这表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4 高铁开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路径检验结果

交通可达度 市场准入 市场一体化

( 1) ( 2) ( 3) ( 4) ( 5) ( 6)

TA 0． 037 1 0． 046 0
( 1． 25) ( 0． 62)

MA 0． 051 7＊＊＊ 0． 089 9＊＊＊

( 3． 19) ( 3． 73)
INT 0． 087 2＊＊＊ 0． 122 5＊＊＊

( 3． 67) ( 3． 91)
GDP 0． 037 0 0． 022 6 0． 030 9

( 0． 60) ( 1． 47) ( 0． 83)
HC 0． 056 5＊＊ 0． 051 9＊＊ 0． 050 7＊＊

( 2． 11) ( 2． 26) ( 2． 05)
GOV －0． 049 1 － 0． 045 0 － 0． 014 2

( －0． 94) ( －1． 02) ( －1． 00)
SCALE －0． 024 3 － 0． 025 3 － 0． 013 2

( －1． 31) ( －1． 45) ( －1． 363)
ＲD 0． 071 0＊＊＊ 0． 043 6＊＊＊ 0． 074 4＊＊＊

( 3． 55) ( 3． 74) ( 3． 65)
TFP 0． 058 6＊＊＊ 0． 052 8＊＊＊ 0． 075 2＊＊＊

( 3． 21) ( 3． 45) ( 3． 84)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Ｒ2 0． 429 4 0． 579 8 0． 456 3 0． 533 8 0． 576 7 0． 544 0

注: 括号里是稳健聚类的 t 值; * 、＊＊、＊＊＊分别表示 10%、5%、
1%的显著性水平。

五、机制研究

( 一) 高铁开通与集聚租金变动

考虑到高铁开通会引起集聚租金

变化，进而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

影响，本节分别以交通可达度、市场准

入以及市场一体化指标作为集聚租金

的代理变量，以此来探究高铁开通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路径。本文

充分使用取样周期内的所有数据，并

且通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出相应

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观察结果发现，交通可达度与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存在着正向

关系，但是估计结果并不显著，说明

高铁开通提高了交通可达度，但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的积极影响

有限。而市场准入和市场一体化的

系数始终为正，并且对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的影响都在 1%水平上显著，

这表明在考察期内，高铁的开通提

高了市场准入，推动了市场一体化

发展，引起集聚租金的增加，从而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其原因可能在于，一些

地区原有的交通状况良好，通过高铁开通提高交通可达度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果会不明显，而

高铁开通引致的市场准入和市场一体化发展会产生“虹吸效应”，加速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37］。对于控制变量来说，其系数与理论预期值是基本保持吻合的。例如，在模型的所有

回归结果中，行业创新水平和生产率水平的系数预期都是积极的、显著的，这与研发创新以及技术进步

能够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的事实是保持一致的。在改变集聚租金的代理变量后，其回归分析结

果基本未发生改变，这就意味着该模型具备较强的稳健性。
( 二) 非线性特征考察

为考察高铁开通引致的集聚租金变化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的非线性特征，本节将交通可达

度、市场准入和市场一体化指标作为门槛变量，来检验中国城市高铁建设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

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具体而言，首先确定门槛值的数量，随后计算门槛值参数的置信区间和系数。
对于每一个自检验，本文都将重复 300 次。表 5 和表 6 列出了门槛效应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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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门槛检验

门槛个数 门槛检验 门槛值 95%置信区间 Bootstrap 次数

交通可达度 单一门槛 5． 625 7*

( 1． 52)
0． 015 4 ［0． 012 4，0． 025 6］ 300

双重门槛 7． 181 6＊＊
( 2． 00)

0． 016 6 ［0． 010 1，0． 020 6］ 300

三重门槛 1． 300 6
( 0． 94)

0． 020 8 ［0． 010 9，0． 016 5］ 300

市场准入 单一门槛 6． 989 3＊＊
( 2． 13)

0． 021 2 ［0． 017 3，0． 037 4］ 300

双重门槛 3． 410 0*

( 1． 80)
0． 021 3 ［0． 020 2，0． 047 4］ 300

三重门槛 1． 020 5
( 1． 22)

0． 025 1 ［0． 017 0，0． 042 3］ 300

市场一体化 单一门槛 7． 082 5＊＊
( 2． 05)

0． 015 1 ［0． 012 5，0． 024 0］ 300

双重门槛 10． 795 4＊＊＊
( 4． 84)

0． 015 5 ［0． 010 0，0． 025 7］ 300

三重门槛 0． 000 0
( 0． 00)

0． 030 9 ［0． 000 0，0． 054 7］ 300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下显著。

如表 5 所示，以交通可达度为

门槛变量时，F-统计的单一门槛值

显著为正，并且 F-统计的双重门槛

值呈现 5% 的显著性水平，但是 F-
统计的三重门槛值并没有通过显著

性检验。除此以外，在以市场准入

和市场一体化为门槛变量 的 情 况

下，F-统计的单一门槛值和双重门

槛值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三

重门槛值则没有。这说明以交通可

达度、市场准入、市场一体化为门槛

变量的模型不存在三重门槛。由以

上门槛模型的显著性水平 可 以 看

出，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和市场一

体化对于高铁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
表 6 门槛回归结果

交通可达度 市场准入 市场一体化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 1) ( 2) ( 3) ( 4) ( 5) ( 6)

TA_1 － 0． 024 2 － 0． 021 2
( －1． 14) ( －1． 46)

TA_2 － 0． 011 6 － 0． 010 1
( －0． 92) ( －0． 88)

TA_3 0． 037 3＊＊＊ 0． 045 3＊＊＊

( 3． 61) ( 3． 95)

MA_1 0． 051 6* 0． 057 7*

( 1． 69) ( 1． 83)

MA_2 0． 030 1＊＊＊ 0． 034 9＊＊＊

( 3． 55) ( 3． 62)

MA_3 － 0． 001 4 － 0． 001 0
( －1． 50) ( －1． 17)

INT_1 0． 031 3＊＊ 0． 031 9＊＊

( 2． 17) ( 1． 99)

INT_2 0． 020 0＊＊＊ 0． 026 0＊＊＊

( 3． 59) ( 3． 86)

INT_3 － 0． 002 1 － 0． 000 1
( －1． 06) ( －1． 36)

C 0． 019 8＊＊ 0． 035 8＊＊ 0． 021 1＊＊ 0． 033 2＊＊ 0． 012 3＊＊ 0． 015 7＊＊

( 2． 18) ( 1． 99) ( 2． 01) ( 2． 29) ( 2． 14) ( 2． 23)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Ｒ2 0． 544 0 0． 736 0 0． 554 8 0． 608 2 0． 516 8 0． 767 5

注: 括号里是稳健聚类的 t 值; * 、＊＊、＊＊＊分别表示 10%、
5%、1%的显著性水平。

集聚的影响效应都是较为敏感的。在

不同的时期内，它们也经历了结构性

突变。
表 6 为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和市

场一体化处于不同层次的情况下，相应

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估计系数。表 6
第( 1) 列和第( 2 ) 列显示出，当交通可

达度低于第一个门槛值( 0． 015 4 ) 时，

交通可达度的系数在生产性服务业集

聚中表现出负相关和非显著性作用，这

意味着此时交通可达度对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产生抑制作用。当交通可达度

超过了第一个门槛值却低于第二个门

槛值( 0． 016 6 ) 时，相应的交通可达度

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所造成的影响没

有改变。一旦交通可达度超过第二个

门槛值，我们可以发现，交通可达度对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会呈现高度

显著性和正相关性，这意味着交通可达

度的提升会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

且随着交通可达度的提高，这种效应也

会越来越明显。因此，交通可达度与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呈正 U 型关系。
表 6 第( 3) 列和第( 4) 列的结果表明，市场准入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呈倒 U 型关系。当市

场准入低于第一个门槛值( 0． 021 2) 时，市场准入显著性水平为 10%，且系数为正。由此说明，随着

市场准入的提高，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如果市场准入处于第一个门槛值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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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门槛值( 0． 021 3) 之间，市场准入仍然会表现出统计显著性，以及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生的正

面效应。一旦市场准入超过第二个门槛值，市场准入的影响也会从显著变为不显著，且变为负相关

关系。第( 5) 列和第( 6) 列展示出以市场一体化为门槛变量的回归结果，同样可以得出市场一体化

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之间呈倒 U 型关系的相关结论。
六、拓展分析

( 一) 基于不同行业类别的分析

根据前文的分析，高铁主要通过降低通行时间以及提高业务流通效率而对企业集聚产生正向

影响，但高铁建设对不同类型行业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为考察行业异质性可能对本文结论造成

的影响，本文借鉴金浩和刘肖［38］的做法，根据研发强度、人均产值等指标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划分为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并将交通运输、仓
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划分为低端生产性服务业，讨论在不同类型的生产性服务业中，高

铁开通对企业集聚的影响路径，具体结果见表 7。从不同类型行业的分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在

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中，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和市场一体化均为正且不显著，由此可以判断，在该

类行业中高铁开通对企业集聚的影响效果不明显。原因可能在于，虽然高铁节省了通行时间，但

由于其价格相对昂贵，主要影响的是技术型人才或中产阶级的流动，对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影响

不大［25］。在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中，市场准入和市场一体化均显著为正，说明高铁开通有利于高端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集聚。这是因为中国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处于稳步发展的阶段，很多企业需要

大量具有高技术的专业人才，而时间的稀缺性促使高素质人才在出行的过程中往往会选择快速、
省时和舒适的交通工具。

表 7 行业异质性分析

低端生产性服务业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交通可达度 市场准入 市场一体化 交通可达度 市场准入 市场一体化

( 1) ( 2) ( 3) ( 4) ( 5) ( 6)

TA 0． 065 3 0． 033 6
( 1． 18) ( 0． 93)

MA 0． 024 1 0． 079 9＊＊＊

( 1． 17) ( 3． 55)

INT 0． 031 2 0． 061 0＊＊＊

( 0． 67) ( 3． 71)

GDP － 0． 016 7 － 0． 018 8 － 0． 010 9 － 0． 029 8 － 0． 016 6 － 0． 016 4
( － 0． 74) ( － 0． 69) ( － 1． 24) ( － 1． 46) ( － 1． 02) ( － 1． 09)

HC 0． 041 9＊＊＊ 0． 032 2＊＊＊ 0． 021 6＊＊＊ 0． 174 9＊＊＊ 0． 111 9＊＊＊ 0． 128 9＊＊＊

( 3． 10) ( 3． 86) ( 3． 79) ( 3． 30) ( 3． 61) ( 3． 22)

GOV 0． 032 3 0． 039 6 0． 039 7 0． 052 2 0． 011 2 0． 015 0
( 1． 23) ( 1． 49) ( 1． 33) ( 1． 10) ( 0． 96) ( 0． 55)

SCALE 0． 035 1 0． 026 0 0． 037 7 0． 022 7 0． 010 4 0． 016 8
( 0． 80) ( 1． 48) ( 0． 57) ( 1． 11) ( 1． 07) ( 1． 28)

ＲD 0． 019 5 0． 020 3 0． 014 8 0． 059 5＊＊ 0． 057 2＊＊ 0． 056 0＊＊

( 0． 89) ( 0． 90) ( 0． 83) ( 2． 22) ( 2． 15) ( 2． 05)

TFP 0． 017 4 0． 012 3 0． 014 0 0． 047 1* 0． 055 6* 0． 059 2*

( 0． 66) ( 0． 83) ( 1． 38) ( 1． 77) ( 1． 88) ( 1． 72)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Ｒ2 0． 772 2 0． 735 3 0． 758 1 0． 768 4 0． 765 8 0． 748 3

注: 括号里是稳健聚类的 t 值;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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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地区异质性分析

特大城市 中小城市

( 1) ( 2) ( 3) ( 4) ( 5) ( 6)

TA 0． 036 3 0． 067 7＊＊

( 1． 29) ( 2． 18)

MA 0． 052 4＊＊＊ 0． 040 2＊＊＊

( 3． 32) ( 3． 72)

INT 0． 073 9＊＊＊ 0． 046 3＊＊＊

( 3． 67) ( 3． 95)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450 450 450 1 320 1 320 1 320
Ｒ2 0． 720 8 0． 719 8 0． 778 3 0． 709 9 0． 775 6 0． 784 3

沿海城市 内陆城市

( 7) ( 8) ( 9) ( 10) ( 11) ( 12)

TA 0． 054 1 0． 042 2＊＊＊

( 0． 62) ( 3． 34)

MA 0． 046 8＊＊＊ 0． 043 1＊＊＊

( 3． 78) ( 3． 89)

INT 0． 057 9＊＊＊ 0． 048 6＊＊＊

( 3． 94) ( 3． 67)

Controls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60 160 160 1 610 1 610 1 610
Ｒ2 0． 741 3 0． 758 1 0． 790 0 0． 787 6 0． 728 4 0． 753 5

注: 括号里是稳健聚类的 t 值; * 、＊＊、＊＊＊分别表示 10%、5%、
1%的显著性水平。

( 二) 基于地区差异的分析

为了考察企业所在区域差异可

能对本文结论造成的影响，本节将全

样本划分为特大城市、中小城市、沿

海城市及内陆城市四类，并采用 OLS
方法估计了高铁开通对不同地区企

业集聚情况的影响，具体结果可见

表 8。
从不同地区企业的分组检验结

果可以看出:

首先，在 控 制 了 时 间 固 定 效 应

和行业固定效应后，中小城市和内

陆城市的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和

市场一体化程度均显著为正，说明

在中 小 城 市 和 内 陆 城 市 开 通 高 铁

后，高铁对该类地区的生产性服务

业企业集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原

因可能在于高铁运输速度快、载客

能力强，在中小型城市和内陆地区

城市中，城市之间关联度高、劳动人

口密集度大，高铁开通能显著提升

人们的出行效率，从而促进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集聚。进一 步 地，借 鉴

李红昌等［24］的观点可知，高铁开通

引起交通可达度提高，而交通可达度提升可以通过时空压缩机制作用于时间、空间和人们的心理，

进一步影响市场准入和市场一体化程度，从而引起集聚租金增加，而集聚租金的增加最终推动了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
其次，特大城市和沿海城市的交通可达度系数并不显著，说明高铁开通对该类城市的交通状况

影响较小，而市场准入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均显著为正，该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相符。一方面，

高铁开通对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交通状况影响较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该类城市原本交通就很发达，所

以，高铁开通通过提高交通可达度来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果一般; 另一方面，沿海城市港口众

多，特大城市均设有机场，高铁开通后能与港口和机场直接建立联系，因此，企业信息交流效率将进

一步提高，企业开展贸易活动的配套交通基础设施更为完备，市场准入和市场一体化程度得以提升，

从而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39］。
( 三) 基于高铁站选址不同的分析

前文的研究表明，高铁的运营能提升企业的运输效率、降低固定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生产性

服务业企业集聚。因此，高铁站在城市中建立的位置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情况也会产生影响。
为了考察高铁站选址的差异可能对本文结论造成的影响，本节借鉴唐宜红等［39］的做法，将高铁站

选址情况分成三类: ( 1 ) 与城市中心的直线距离处于 0 ～ 10km 的中心式; ( 2 ) 与城市中心的直线

距离为 10 ～ 30km 的边缘式; ( 3 ) 与城市中心的直线距离为 30 ～ 50km 的郊区式。具体分析结果如

表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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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高铁站选址异质性分析

交通可达度 市场准入 市场一体化

中心式 边缘式 郊区式 中心式 边缘式 郊区式 中心式 边缘式 郊区式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TA 0． 035 3＊＊ 0． 031 9* 0． 013 4

( 2． 10) ( 1． 90) ( 0． 90)

MA 0． 053 2＊＊＊ 0． 031 2＊＊ 0． 016 0

( 3． 51) ( 2． 17) ( 1． 37)

INT 0． 115 4＊＊＊ 0． 064 6* 0． 019 6

( 3． 51) ( 1． 70) ( 1． 47)

GDP 0． 029 1 0． 015 7＊＊＊ 0． 015 6＊＊＊ 0． 020 2 0． 015 4＊＊＊ 0． 014 9＊＊＊ 0． 020 8 0． 012 3＊＊＊ 0． 019 4＊＊＊

( 1． 04) ( 3． 74) ( 3． 98) ( 1． 04) ( 3． 52) ( 3． 65) ( 1． 34) ( 3． 82) ( 4． 28)

HC 0． 066 0＊＊＊ 0． 090 5＊＊＊ 0． 097 9＊＊＊ 0． 064 0＊＊＊ 0． 076 9＊＊＊ 0． 090 5＊＊＊ 0． 067 7＊＊＊ 0． 060 8＊＊＊ 0． 093 0＊＊＊

( 3． 91) ( 3． 54) ( 3． 16) ( 3． 58) ( 3． 42) ( 4． 09) ( 3． 98) ( 3． 44) ( 4． 11)

GOV 0． 039 1 0． 079 0 0． 04＊＊＊ 0． 030 2 0． 078 8 0． 047 8＊＊＊ 0． 033 0 0． 070 9 0． 044 6＊＊＊

( 1． 46) ( 0． 95) ( 3． 87) ( 1． 11) ( 1． 01) ( 3． 27) ( 0． 82) ( 1． 27) ( 4． 25)

SCALE 0． 038 5 0． 027 1 0． 025 8 0． 032 5 0． 025 6 0． 022 4 0． 037 0 0． 023 1 0． 025 8

( 0． 76) ( 0． 71) ( 1． 16) ( 1． 20) ( 0． 80) ( 0． 94) ( 1． 21) ( 1． 42) ( 0． 97)

ＲD 0． 019 7＊＊＊ 0． 073 1 0． 082 1 0． 012 7＊＊＊ 0． 070 0 0． 082 5 0． 019 4＊＊＊ 0． 075 6 0． 084 1

( 3． 88) ( 1． 19) ( 1． 08) ( 3． 63) ( 1． 23) ( 0． 80) ( 3． 35) ( 1． 49) ( 1． 13)

TFP 0． 093 3＊＊ 0． 111 3 0． 136 2 0． 192 2＊＊ 0． 164 7 0． 136 5 0． 094 7＊＊ 0． 111 9 0． 134 6

( 2． 17) ( 1． 49) ( 0． 54) ( 2． 09) ( 1． 31) ( 0． 61) ( 2． 18) ( 1． 43) ( 1． 07)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1 770

Ｒ2 0． 777 8 0． 743 9 0． 739 0 0． 780 5 0． 745 4 0． 758 0 0． 773 4 0． 721 9 0． 736 4

注: 括号里是稳健聚类的 t 值; * 、＊＊、＊＊＊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

从分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以及市场一体化三项的中心式和边缘式的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郊区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由此可以得到: 当高铁站与城市中心之间的

距离超过 30 公里，即当高铁站处于郊区范围时，高铁对企业集聚显著的正向影响消失，说明高铁

建设影响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和市场一体化的有效范围约是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 30 公里以内

的道路距离。对于控制变量而言，回归结果与现实基本一致，例如 GDP 的显著性随着高铁站与城

市中心直线距离的增大而增强，说明在离高铁站较远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

业集聚。
七、研究结论

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势必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40］，而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被认为是助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以推动并支撑中

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是关系到新时代培育中国经济新增长点和新动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的重大现实问题。而高铁的迅猛发展，极大地降低了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成本，促进要素流动，极大地

影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租金，因此，探究高铁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所以，本研究视中国高铁为准自然实验，探讨高铁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

响及内在机制。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为: 第一，开通高铁能够积极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并且替换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度测算方式、使用“计划修建高铁指标”作安慰剂检验、替代生产率测算方式以及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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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检验四种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显示基准结果稳健。第二，本文借鉴 Faber［3］的做法，构建最小生

成树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识别高铁建设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的因果关系，回归结

果与基准结果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排除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三，引入交通可达度、市场准入以

及市场一体化指标作为集聚租金的替代变量，结果发现高铁开通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存在

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具体来说，高铁开通直接提高城市交通便利度，继而提高市场准入，推动区

域一体化发展，最终不同程度地增加了集聚租金，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第四，本文的异质性分

析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效果一般，但是对于具有高技术、高知识属性的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却有着极大的助推效果。对于中小规模城市和内陆城市来说，高铁引致的

交通可达性、市场准入以及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但是对于原

本就具备趋近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的特大城市和沿海城市来说，交通可达度所带来的集聚效果并

不显著。最后，高铁的选址检验结果表明，当高铁站与城市中心之间的距离超过 30 公里，即当高

铁站处于郊区范围时，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消失。

注释:
①资料来源:《中国交通运输发展》白皮书( 2016 年 12 月) 。

②概括来说，生产性服务业在生产和消费上具有时空不可分性，以及人才、知识、技术、信息密集性等特点，因此，中国

高铁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对沿线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演化带来深刻的影响。

③考虑到本文讨论的重点及篇幅的限制，这里未列出模型完整的推导计算过程，但留存备索。

④突破点是指对称均衡的局部稳定性被打破时贸易自由度的取值; 持续点是指维持核心 － 边缘结构稳定的最小的贸

易自由度。

⑤限于篇幅，变量测算的具体过程没有展开说明，但留存备索。

⑥参考韩峰和李玉双［35］的做法，用 Si 表示专业化集聚，Si =
Ei，m /Ei

Em /E
，其中，Ei，m代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就业人数，

Ei 为城市 i 总就业人数，Em 表示全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就业人数，E 为全国总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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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and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MA Hongmei1，2，HAO Meizhu1

( 1． School of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2．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arxist Economics，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this paper re-explores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way construction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glomeration rent． Firstly，this paper regards the opening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the data of 285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2007—2016 for empirical te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way actively promotes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true after the potential

endogeneity is eliminated with the help of constructing minimum spanning tree． Secondly，traffic accessibility，market access

and market integration are introduced as alternative variables of agglomeration r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ning of high-

speed railway directly improves the urban traffic convenience，then improves the market access，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and finally increases the agglomeration rent to varying degrees，and promotes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n cities along the high-speed railway． Finally，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way has a great

boosting effect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high-end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but for the megacities and coastal cities that have

already been equipped with the perfec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brought by the traffic

accessibility is general． In addition，when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and the city center is more than

30 kilometers，the positiv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way on the agglomeration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disappears．

Key words: high-speed railway; agglomeration rent;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

model; minimum spanning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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